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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生工作是“十二五”时期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作为辽宁省较为落后地区，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远远落后于全省，“两个收入”问题成为当前朝阳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如何实现朝阳市居民收入快速、稳定增长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立足朝阳实际，系统整理归纳30年来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历史数据，针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提出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收入增长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层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收入增速落后于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就业和工资、社会保障、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数据的研究，阐明了当前各主要调控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问题研究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朝阳市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发展有关政策开展实证研究，在借鉴他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析有利于提高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路径，并通过对部分城镇居民家庭的针对性走访调研验证，提出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的研究，旨在为朝阳市促进城镇居民收入稳定发展提供施政参考，对其他同类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受本人水平及数据资料完整性所限，文中对具体调控政策的影响程度及政策关联性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朝阳市；调控政策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aoyang City and its control policy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s the focus during "12th Five-Year" strategic period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work. As one of the comparative backward areas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Chaoyang City, urban and rural incomes lagged far behind in the province. "Incomes"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work of Chaoyang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how to achieve rapid and stable growth of resident income in Chaoyang City becomes the moment an urgent issue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fact of Chaoyang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n historical data of urban households income in 30 years, the thesis coming out with a conclusion that revenue growth lagged behind in the provincial averag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all levels, income growth lagged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loyment and wages, social security, financial and tax aspects of the data illustrates the major control policies 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research on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mproving policie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learn from others' research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will help improve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aoyang City, the path of growth policy and research to verify, through targeted visits to some of the urban households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aoyang City, aims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aoyang City, so as to other regions. However, the limitation of individual research and data integrity cannot be ignored. Thereby,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impact of policies control and policy relevance should be further in-depth.
Key Words：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ity; Chaoyang City ;Contro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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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朝阳市位于辽宁西部，面积相当于辽宁省的13.2%，人口相当于辽宁省的7.9%，经济总量（2010年GDP）仅相当于辽宁省的3.6%，城市化水平（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辽宁省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10年）低于辽宁省平均水平26.8个百分点，属于辽宁省典型的落后地区。

“十一五”期间，朝阳市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借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突破辽西北”战略，实现了经济全面发展和振兴，各项经济指标超额完成了规划目标。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达到“十五”末的3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量达到“十五”末的6倍，经济发展战略任务圆满完成。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提出“发展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做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为朝阳市民生重要衡量指标的城镇居民收入指标明显落后于全省。《朝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城镇居民收入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农民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这既是朝阳市人民对经济发展、提高收入的殷切愿望，也是政府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的现实选择。

面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长期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现实，如何立足现状，使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接近、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朝阳市委、市政府发展施政的迫切需要。

1.1.2 选题意义
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是本人所在单位的主要调查项目之一，本人自2007年起一直参与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连续性调查工作，并一直关注和从事城镇居民收入状况及调控政策研究工作，并于2011年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朝阳市社会科学课题项目《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研究》工作，具有较为丰富的数据资料和实践基础。

一直以来，朝阳市本地学者对城镇居民收入问题开展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大多或是居民收入某一阶段短期表现的剖解，或是针对居民收入中的某一专门问题开展探讨，尚未曾有人开展过有针对性、系统、完整的分析研究。本文在借鉴和发扬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力图通过此项研究发现影响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根源性、规律性问题，从而为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贡献个人力量。

1.2 概念阐释

1.2.1 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理论中，一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含金融）、住户、国外四个部门之间流动，因此广义的居民收入即相对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理论指标，它是通过国民经济相关指标推算得出的宏观指标，不能完全代表居民的现实收入。本文第二章涉及的居民收入指标即为此概念。

本文第三至五章涉及的居民收入指标为狭义的、具体的居民家庭总收入。即家庭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人员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所有收入之和，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在我国统计调查工作中，根据居民实际常住地分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
我国80年代初期开始开展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调查数据采用城镇居民家庭连续性记账方式取得，至今该指标内的主要结构指标经过了三次较大调整。朝阳市自1982年开始开展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工作。本文所涉及的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指标均为1982年以后指标，对调查指标结构性分析则以2003年最近一次结构指标调整后为准。

1.2.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将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之后，按照居民家庭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关系为：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总额—个人缴纳所得税额—个人交纳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记账补贴

1.2.3 地区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计算方式。

朝阳市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计算地区生产总值（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 指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常住人口（目前使用户籍人口）相比得到的指标，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总产出（即 GDP 总额，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 / 总人口

1.2.4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是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不包括私营单位）的城镇在岗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

城镇单位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为：人均工资=职工工资总额/城镇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城镇单位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明一定时期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反映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水平，揭示了城镇单位劳动力用工成本和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1.3 研究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综述

（1）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研究
在市场经济学发展伊始，收入分配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站在宏观角度从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出发开启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1]；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着重立足于家庭、个人的微观角度，对经济单位中收入分配的形成特征以及收入差异进行解释研究[7]，即规模性收入分配理论。

（2）针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建立联系，引发了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高潮[8]。卡尔多引入边际储蓄倾向进行研究，认为收入的差异可以促使财富向边际储蓄高的富人积累[8]，当GDP 增长率与国民收入用于储蓄的比率(即储蓄率) 正相关时，差异将促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Stiglitsz）使用一个线性的储蓄函数，利用Solow-swan模型将这一观点正式化[2]。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成倒“U”的假说，成为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名经典，树立了收入分配静态分析方法的典范。

（3）西方微观经济学对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边际理论蓬勃兴起以来，经济学领域利用数理分析对收入分配的研究逐渐盛行。侉准（Quadrin）从信息经济学原理出发，基于对收入分配的微观分析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证明再分配税收、代理人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受到经济增长率的影响[3]，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最优再分配政策是较少的税率和较少的再分配[3]。目前西方经济学对收入分配越来越体现在对非收入因素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并逐渐将收入分配公共政策与市场效率融合研究。

西方经济学对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不够成熟的我国有一定局限性，特别是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显著的区域差异使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受到了阻碍，但这些理论针对单一区域收入分配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3.2 国内学者对国民收入分配制度问题的研究

（1）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演变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下“大锅饭”收入分配制度，同时在高度均等化的表象下掩藏着资源占有不均等的个别性分配差异[7]。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工资制度改革推进、个人所得税开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实现了我国收入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8]。党的十四大以后，“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兼顾效率公平”、“先富带动后富”逐渐被确定为收入分配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生产要素分配” [9]。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10]，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2]。

（2）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制度理论研究

从资料上看，国内对居民收入问题的理论研究不甚充分，大多都是开展的实证分析。但国内学者在经济研究中也经常关注收入分配问题，赵人伟和格里芬[7]、李实[10]、陈宗胜[12] [13] [14]、周云波[15]等人根据我国收入分配发展现状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对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间分配格局界定[7]、收入差异问题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12] [15]、以及当代我国背景下的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1.3.3 国内学者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1）对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经济增长, 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发展。要保证持续的、 快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得到公平的分配[20]。我国学者几乎都将收入分配研究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分析研究中，学者们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建立数据模型等多方位分析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学者们认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24]，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影响到生产和投资的提高[18]，还将制约消费和需求的扩大[18]，阻碍二元经济价格的转型[22]，甚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自然环境的恶化[23] 。
（2）学者对辽宁省居民收入现状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相比，辽宁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经历了领先、落后、追赶三个阶段[16]，尤其是“十五”时期以后，辽宁居民收入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省内不同群体间、地区间收入发展不平衡显现呈现扩大趋势[16]。刘畅等人分析认为，辽宁省居民收入呈现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16]；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呈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16]；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6]。

（3）学者对辽宁省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郑毅等人认为，辽宁省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呈现较高的一致性，城乡结构差异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转移性收入部分[16]。王振宇、徐鹏认为，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直接影响作用[16]。赵子祥提出，加快经济发展，降低社会失业水平，改革工资和薪酬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是改善收入分配现状的有效手段[28]。

（4）研究者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现状及调控政策的研究

本人曾对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研究发现，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呈较快增长，但与全省平均收入差距仍在日益增大，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却呈缩小趋势，城镇居民内部结构性差距绝对额差距扩大速度有所减缓[31]。

左保库对朝阳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构建的数理模型表明，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呈正相关关系[29]。张宝军等对朝阳市经济和收入状况的分析表明，影响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经济结构、企业转型期等[31]。左保库、国学军[30]则通过朝阳市城市化发展的例证说明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了城市化在促进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本人针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进行的线性相关关系分析证明两者之间的密切正相关关系[34]。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内容

（1）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状况及收入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2）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发展演变及收入结构、差异现状分析。
（3）朝阳市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财政和税收等政策与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关关系，及各项政策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4）实现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选择。
1.4.2 研究方法

历史考察法：本文运用此方法收集、归纳、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经济发展、城镇居民就业、在岗职工工资、社会保障收支、财政支出、税收收入等历史数据，并归纳总结了朝阳市历史以来的各项政策情况，为本文提供丰富的数据和经验借鉴。

理论综合分析法：本文运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和原理去分析问题。

调查取证法：本文涉及城镇居民收入数据全部来自于本人所在单位连续性家庭情况调查，本文写作过程中，本人针对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走访部分城镇居民家庭验证文中观点。

对比研究法：本文运用此方法，通过朝阳市与辽宁省、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分析，研究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4.3 技术路线图


[image: image1]
图1.1 技术路线图
Fig1.1 The technology roadmap
2 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2.1 居民收入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分配制度，是体现最终劳动成果如何在各种要素拥有者和全体国民之间分享、配置的根本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包含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环节：在生产过程中对各要素拥有者投入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为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重新对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分配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为再分配；经过两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果体现为三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7]。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体现了国民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体现[8]。党的十七大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9]
对收入分配研究最便利可靠的统计资料是资金流量表[10]，鉴于统计年鉴对资金流量表的公布一般延后2-3年，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8年资金流量表进行研究。

综合分析1992-2008年我国三部门收入分配构成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分配收入比重波动上升，居民部门分配收入比重则逐年持续下降。1992-2008年期间，在初次分配阶段，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了8.18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提高了6.2个和1.99个百分点；通过再分配，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进一步下降0.12个百分点，企业部门下降了3.6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上升了3.76个百分点。

表2.1 企业、政府、住户三部门收入分配构成

Tab. 2.1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constitute of the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households
	年份
	初次分配(%)
	　
	可支配总收入(%)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国内合计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国内合计

	1992
	19.06
	15.53
	65.41
	100
	
	13.33
	18.96
	67.71
	100

	1993
	20.61
	16.83
	62.56
	100
	
	16.15
	19.23
	64.61
	100


续表2.1
	年份
	初次分配(%)
	
	可支配总收入(%)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国内合计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国内合计

	1994
	19.65
	16.26
	64.10
	100
	
	16.02
	18.01
	65.97
	100

	1995
	20.12
	15.14
	64.74
	100
	
	16.70
	16.50
	66.81
	100

	1996
	17.24
	15.53
	67.23
	100
	
	13.57
	17.15
	69.29
	100

	1997
	18.12
	16.17
	65.71
	100
	
	14.37
	17.51
	68.13
	100

	1998
	17.53
	16.87
	65.61
	100
	
	14.33
	17.53
	68.14
	100

	1999
	19.56
	16.64
	63.80
	100
	
	14.31
	18.58
	67.11
	100

	2000
	20.01
	16.47
	63.52
	100
	
	15.65
	19.54
	64.81
	100

	2001
	18.11
	18.36
	63.53
	100
	
	15.14
	21.08
	63.78
	100

	2002
	17.25
	17.48
	65.28
	100
	
	14.32
	20.49
	65.18
	100

	2003
	18.82
	17.98
	63.20
	100
	
	15.47
	21.85
	62.68
	100

	2004
	23.48
	16.93
	59.60
	100
	
	20.90
	19.33
	59.77
	100

	2005
	23.19
	17.45
	59.37
	100
	
	20.76
	20.04
	59.20
	100

	2006
	23.15
	17.90
	58.95
	100
	
	19.86
	21.44
	58.70
	100

	2007
	23.57
	18.30
	58.13
	100
	
	20.22
	21.94
	57.84
	100

	2008
	25.26
	17.52
	57.23
	100
	
	21.60
	21.28
	57.11
	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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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三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构成
Fig.2.1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onstitute in three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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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三部门可支配总收入构成
Fig.2.2  The total disposable income constitute in three departments


从图表数据可以看出，住户部门收入分配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白重恩和钱震杰对三部门要素分配研究表明，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下降是造成住户收入初次分配下降的主要因素[11]。在再分配环节中，自2002年开始，住户部门再分配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对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2008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其中初次分配阶段贡献率为77.2%，收入再分配阶段贡献率为22.8%。

对比三部门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的差额可以看出，企业部门是收入分配主要的净流出方，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分享了再分配成果。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以来，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比重开始小于初次分配收入，在不考虑国外部门流入因素，单独研究三部门最终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情况下，政府部门显然是唯一的净流入方，住户部门并未从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获益。

2.2 收入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2.2.1 初次收入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包括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三个部分，生产税净值是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减项部分[14]。2008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达到99.20%，较2000年以前平均提高2-3个百分点，初次分配收入相对于住户可支配收入的作用由严重依赖变为几乎完全依赖。说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对居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持续减少，住户部门几乎不能从其他两部门获得再分配调节收入。因此，提高初次分配收入各来源项目发展水平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会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最直接的指导和评价。

表2.2 住户部门初次分配项目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构成

Tab. 2.1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rojects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disposable income in the household sector
	年份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值
	财产收入
	合计

	1992
	42.67
	49.32
	-2.18
	6.55
	96.37

	1993
	40.74
	50.36
	-2.45
	7.99
	96.64

	1994
	42.33
	47.81
	-2.14
	8.92
	96.93

	1995
	41.02
	49.92
	-1.90
	7.67
	96.71


续表2.2
	年份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值
	财产收入
	合计

	1996
	42.15
	48.85
	-2.12
	7.89
	96.78

	1997
	43.04
	48.13
	-1.97
	6.69
	95.89

	1998
	44.27
	46.73
	-1.95
	6.79
	95.84

	1999
	45.76
	47.30
	-2.28
	5.56
	96.33

	2000
	48.76
	46.99
	-2.39
	5.36
	98.72

	2001
	47.19
	48.81
	-2.43
	5.31
	98.89

	2002
	43.49
	52.67
	-2.00
	4.95
	99.12

	2003
	44.54
	52.56
	-1.93
	4.42
	99.59

	2004
	46.29
	52.34
	-2.76
	2.67
	98.54

	2005
	46.40
	52.39
	-2.84
	3.22
	99.16

	2006
	46.56
	51.55
	-2.93
	4.18
	99.37

	2007
	46.71
	51.33
	-3.00
	4.38
	99.41

	2008
	45.79
	52.33
	-2.99
	4.07
	99.2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住户部门增加值体现了居民自给性生产价值量，这部分价值不参与社会交换，是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重要基础部分，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一直占40%以上的比重，1992-2008年期间其占可支配总收入比重浮动幅度为8.02个百分点。

劳动者报酬是住户部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且其在住户部门各要素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重，2008年达到92.8%，比1992年提高了4.5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可支配总收入比重较1992年提高3.01个百分点。2008年住户部门劳动报酬75.3%来源于企业部门、24.3%来源于政府部门、0.5%来源于国外部门，与1992年相比，企业部门对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的贡献减少了7.1个百分点，政府部门贡献增长了6.6个百分点。表明政府部门为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增长提供了更多支持。

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租金和其他四部分。对比住户部门1992-2008年财产收入发现，尽管住户部门财产性收入绝对水平年均增速达到12.1%，但其占可支配总收入的相对比重却下降了2.48个百分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及时对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进行的有益调节。1992年财产收入主要组成部分中，利息收入占到99.6%，其他类型财产收入几乎没有；2008年财产收入主要组成部分中，利息收入比重较1992年下降15.2个百分点，红利和其他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为6.59%和9%，说明人民群众理财投资由单纯的到银行存款生息逐渐转向多种投资方式多样化发展，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加宽松、完善。

2.2.2 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经常性收入和经常性支出实现对三部门间初次分配收入的调节性分配[15]，再分配环节中有国外部门的参与。经常性转移项目主要有收入税、社会保险付款（2000年以前）、社会保险缴款（2000年以后）、社会补助、社会保险福利（2000年以后）、其他经常性转移。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再分配是对政府收入分配具体政策反应最为灵敏的环节[11]。

表2.3 三部门经常性转移净额占可支配总收入比重

Tab. 2.3  The net current transfers a percentage of disposable proportion of total revenue in three departments
	年份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国外部门

	1992
	-5.69
	3.47
	2.46
	-0.24

	1993
	-4.42
	2.44
	2.17
	-0.20

	1994
	-3.58
	1.79
	2.03
	-0.25

	1995
	-3.38
	1.39
	2.20
	-0.21

	1996
	-3.63
	1.66
	2.23
	-0.27

	1997
	-3.65
	1.43
	2.80
	-0.58

	1998
	-3.12
	0.74
	2.84
	-0.46

	1999
	-3.67
	1.72
	2.46
	-0.51

	2000
	-3.19
	2.95
	0.83
	-0.59

	2001
	-2.84
	2.86
	0.71
	-0.73

	2002
	-2.74
	3.19
	0.57
	-1.02

	2003
	-3.11
	4.09
	0.26
	-1.23

	2004
	-2.30
	2.61
	0.87
	-1.18

	2005
	-2.17
	2.78
	0.49
	-1.11

	2006
	-3.05
	3.74
	0.37
	-1.06

	2007
	-3.09
	3.84
	0.34
	-1.09

	2008
	-3.40
	3.94
	0.46
	-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综合收入再分配阶段四部门（含国外部门）之间的流动关系可以看出，1992-2008年期间，部门间收入再分配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是收入再分配的净流入方，企业部门和国外部门是收入再分配的净流出方。

第二，政府部门再分配收入流入份额以1998年为转折点呈“V”形变动，并在2005年之后进一步增长和扩大，2008年再分配阶段政府部门获得的经常性转移净流入相当于当年可支配总收入的3.94%。对数据资料分析可知，政府部门经常性转移净增的流入份额主要来源于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的流出。张小平认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使企业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因此引发收入税水平迅速增长[9]；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再分配转移压力，使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和收益共同转移给了居民；同时扩大出口和货币政策造成了国外部门经常性转移流入。因此，政府部门是最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绝对受益方。

第三，住户部门获得的再分配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因此伴随着政府部门经常性转移流入的大幅度增长，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流入份额比重连续快速下降，占到可支配总收入的0.46%，使住户部门从收入再分配阶段获得的经常性转移净额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到0.8%，对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总体影响越来越小。

2.2.3 社会保障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经常性转移项目是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效果的衡量指标。从1992-2008年来经常性转移项目变化数据可以看出，虽然2008年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流入占可支配总收入比重较1992年减少了2个百分点，总体上显示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对住户部门的扶持和调节大幅度减少，但经常性转移各项目对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影响却各不相同。

表2.4 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项目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构成

Tab. 2.4  The proportion of recurrent transfer in the household sector
	年份
	收入税
	社会保险付款
	社会保险缴款
	社会补助
	社会保险福利
	其他
	合计

	1992
	-0.03
	-0.24
	
	2.49
	
	1.42
	3.63

	1993
	-0.12
	-0.16
	
	1.98
	
	1.66
	3.36

	1994
	-0.24
	-0.16
	
	1.63
	
	1.85
	3.07

	1995
	-0.34
	-0.29
	
	1.66
	
	2.26
	3.29

	1996
	-0.42
	-0.33
	
	1.45
	
	2.52
	3.22

	1997
	-0.52
	-0.28
	
	1.58
	
	3.33
	4.11

	1998
	-0.64
	0.02
	
	1.85
	
	2.93
	4.16

	1999
	-0.79
	-0.12
	
	0.47
	0.00
	4.10
	3.67


续表2.4
	年份
	收入税
	社会保险付款
	社会保险缴款
	社会补助
	社会保险福利
	其他
	合计

	2000
	-1.17
	-0.25
	
	2.16
	0.54
	1.35
	1.28

	2001
	-1.62
	
	-5.02
	1.27
	4.45
	2.04
	1.11

	2002
	-1.77
	
	-5.91
	1.59
	5.07
	1.91
	0.88

	2003
	-1.91
	
	-6.59
	0.74
	5.42
	2.76
	0.41

	2004
	-1.80
	
	-5.99
	0.64
	4.79
	3.81
	1.46

	2005
	-1.88
	
	-6.27
	0.70
	4.86
	3.43
	0.84

	2006
	-1.90
	
	-6.70
	0.76
	5.02
	3.45
	0.63

	2007
	-2.03
	
	-6.91
	0.78
	5.04
	3.71
	0.59

	2008
	-2.04
	
	-7.51
	1.18
	5.44
	3.73
	0.8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社会保险付款2000年以前体现为政府向住户部门征收的社会保险和支付的社会保险福利。1997年我国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养老逐渐转变为社会养老，1998年成为社会保险付款净额发展转折点，此后居民成为社会保险缴费和社会保险福利的主体。2001年指标调整则分别体现为住户部门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和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转移的社会保险福利两个项目。1992-2008年，住户部门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社会保险年均增速25.41%，高于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支付和转移的社会保险福利1.5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收入阶段，住户部门2008年通过社会保险付款净额向政府部门转移了可支配总收入的2.07%，较1992年增加了1.83个百分点。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支出中，社会保险缴费所在比重最大，同时社会保险和福利却又是住户部门最大的经常性转移收入项目，虽然在整个住户部门核算时两项抵消后流出指标不太明显，但两项指标分别影响到住户部门内部不同个体间时，居民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险义务成为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再分配因素，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则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再分配因素。

收入税体现为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向政府部门的收入转移。在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支出中，收入税是普遍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再分配因素。2000年，住户部门流出的收入税显著增加，较1999年增长57%，并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经济复苏造成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同时政府于1999年开征个人存款储蓄所得税造成当年收入税总量大幅度提高。2008年住户部门承担的收入税比重由1992年的0.46%提高到24.98%。在再分配阶段，住户部门2008年通过收入税项目向政府部门转移了可支配总收入的2.04%，较1992年增加了2.01个百分点。

社会补助体现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向住户部门的收入转移。在住户部门经常性转移支出中，社会补助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辅助再分配因素。2008年由政府部门提供的社会补助总额较1992年提高了7.93个百分点，企业则相应减少，但社会补助总额相对于当年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相对降低。因此在再分配收入阶段，政府部门2008年向住户部门转移的社会补助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1.18%，较2003-2007年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较1992年降低了1.13个百分点。

其他经常性转移项目体现了收入分配在企业、政府、住户、国外四部门之间的流动和调整[9]，每年之间具有不确定性，但一直为正相指标，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再分配因素之一。2008年其他经常性转移项目表现为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向企业和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转移，其中向住户部门转移部分占总量的94.37%，相当于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3.73%。
3 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调查
3.1 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发展状况
3.1.1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朝阳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61元，从1982年朝阳市开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额增长30.8倍，呈现喜人的指数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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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朝阳市历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发展状况
Fig. 3.1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in Chaoyang city
1982年至2010年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为13.0%；过去十年起期间（2000年至2010年），年均增速为12.4%。“十一五”时期（2005年至2010年），年均增速14.5%。

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呈现了朝阳市宏观经济环境在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变化。1982年至2000年以前，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朝阳市国有工业经济逐渐解体，各类私营经济形式渐次兴起，在几番波折的企业破产、改制，个体私营经济遍地开花，工人失业、下岗的波澜起伏过程，造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次骤然波动。经过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到2000年至2007年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开始进入稳步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也是辽宁省经济全面发展、人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关键阶段。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使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收入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但仍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趋势。

表3.1  朝阳市各历史时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发展状况
Tab. 3.1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of Chaoyang ci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历 史 时 期
	年均增幅 (元)
	年均增速（%）

	六  五 (1982年-1985年)
	63
	16.9

	七  五 (1985年-1990年)
	119
	14.5

	八  五 (1991年-1995年)
	309
	19.6

	九  五 (1995年-2000年)
	131
	4.6

	十  五 (2001年-2005年)
	457
	11.2

	十一五 (2006年-2010年)
	1104
	14.9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辽宁统计调查年鉴      
3.1.2 收入总量相当于落后辽宁省平均水平四年

改革开放至今，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全省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相比，其变化轨迹经历了四个阶段：①1982─1985年紧追阶段（①线）；②1986─1992年紧随阶段（②线）；③1993─2002年落后阶段（③线）；④2003─2009年复苏阶段（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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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差距发展轨迹

Fig. 3.2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relative gap of Chaoyang city with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第一阶段（1982年-1985年）: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紧追并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1982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79.4%。此后，朝阳市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1985年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30.1%，使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95.3%，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与全省平均收入仅有32元差距，这也是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历史上与全省差距最小的时期。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收入增长速度波动趋缓，总体稳定紧随全省平均水平，并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此期间，朝阳与全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现快速增长，其中朝阳市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达到了22.4%和30.1%的较快增速，同期全省也达到25.2%和21.3%增速。在此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全省差距有所扩大，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在此
期间，朝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逐渐趋缓，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逐渐拉大，但总体与全省平均水平保持了90%左右的相对水平。

第三阶段（1993年-2002年）：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全省，相对差距迅速扩大。1993年起，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减速，1993年到2002年年均增长9.5%，低于全省平均增速0.8个百分点，十年间仅1998年和1999年略高于全省平均增速(注：1998年为全省历史增速最低年份)。十年间，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额由1992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3元逐步跌落到2002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00元，与全省的差距迅速扩大；其中1999年起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导致收入水平由1992年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9.5%跌落到2002年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0.9%，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2%，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第四阶段（2003年-2010年）：收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呈现稳定复苏的发展态势，但绝对差距继续扩大。2002年以后，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逐渐从低点企稳回升，2003年城镇居民增速开始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收入增速连续6年超过10%，呈现稳定复苏势头，2010年收入水平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3.2%，较2002年上升2.3个百分点，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8%，较2002年上升7.8个百分点。

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绝对差距已经由2002年的1900元迅速扩大到4752元，与全国绝对差距由2002年的3078元扩大到6149元，相当于落后辽宁省平均水平四年、落后全国平均水平五年。

3.1.3 与全省平均水平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一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1982年至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448元。随着收入总体规模日益增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幅迅速扩大，朝阳市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增幅呈现明显加快趋势。尤其在2000以后的十年间，更有进一步加速势头，2000年至2010年年均增幅达到894元。进入“十一五”时期，2005年至2010年年均增幅达到1272元；在“十一五”后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出现了减缓滑落势头，但2010年仍较2009年增长了14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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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绝对差距发展轨迹
Fig. 3.3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bsolute gap of Chaoyang city with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尽管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与全省平均水平绝对差距却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七五”期间（1986年-199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在100元左右，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0%-95%；“八五”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到843元，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也从“七五”期间90%左右降低到82%；“九五” 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继续扩大到2259元，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继续从80%左右降低到75%；“十五” 期间，朝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虽然稳定保持在71%-74%之间，但绝对差距已继续扩大到3894元；“十一五” 期间，朝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有所回升，稳定在72%-73%之间，但绝对差距已继续扩大到4752元。

3.2 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分析

3.2.1 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结构日益多元化

随着经济日益活跃，城镇居民就业渠道和就业选择途径更加多元化，经济发展反映到城镇居民收入中，一方面表现为朝阳市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不同速率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收入来源结构日益多元化，并最终体现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

根据2005年以来可对比的城镇居民收入四大类收入分类指标数据，2005年-2010年期间朝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14.5%，在此期间，作为居民收入核心的工资性收入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在总收入结构比重却下降了6.9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平均增速高于人均可支配总收入6.1个百分点，并带动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结构本中上升了7.8个百分点；同时，财产性收入的较快增长也是收入增长的亮点，但其在总收入结构中一直处于补充地位，对总收入影响有限。

表3.2 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来源构成与全省比较
Tab. 3.2  The total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compared with the province in 2010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绝对额
(元)
	比重
（%）
	贡献率
（%）
	绝对额
(元)
	比重
（%）
	贡献率
（%）
	绝对额
(元)
	比重
（%）
	贡献率
（%）
	绝对额
(元)
	比重
（%）
	贡献率
（%）

	全省
	11713 
	58.5 
	57.3
	1798 
	9.0 
	10.8
	250 
	1.2 
	0.4
	6254 
	31.2 
	31.5

	朝阳
	8091 
	58.1 
	67.8
	702 
	5.0 
	-0.7
	93 
	0.7 
	-4.7
	5035 
	36.2 
	37.5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辽宁统计调查年鉴   

2010年，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贡献了67.8个百分点；其次是转移性收入，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贡献37.5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分别拉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0.7个和4.7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几年，辽宁省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而朝阳市的转移性收入又远高于全省水平，反映朝阳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对政策性增资依赖程度较高。朝阳市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说明城镇居民收入渠道和经济活跃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表3.3 2005年-2010年四大类收入对当年家庭总收入变动的贡献率
Tab. 3.3  The chang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household total income by four categories income from 2005 to 201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工资性收入
	95.5%
	58.9%
	67.0%
	21.2%
	41.3%
	67.8%

	转移性收入
	8.6%
	31.9%
	30.9%
	55.9%
	62.2%
	37.5%


续表3.3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经营净收入
	-3.3%
	9.9%
	0.3%
	17.2%
	-5.5%
	-0.7%

	财产性收入
	-0.7%
	-0.8%
	1.8%
	5.7%
	1.9%
	-4.7%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辽宁统计调查年鉴      

3.2.2 工资性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

作为朝阳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对家庭总收入的稳定水平起到核心作用，但最近几年来，其对总收入增加的影响作用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分析朝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数据可知，2005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12.3%，增速慢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速(14.9%)，其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的也比重由2005年的65.0%降低到2010年的58.1%，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05年至2010年期间，历年工资性收入增加对总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也有较大减少，呈现较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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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朝阳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历史发展轨迹图
Fig. 3.4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own dweller income in Chaoyang city
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低并呈现减弱趋势，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是制约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因素。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朝阳市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较快，2010年比2006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全省平均水平同期仅下降0.2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扩大明显。2006年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571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6.2%；到2010年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到3237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8.9%，降低了7.2个百分点。同时，2006年朝阳市工资性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对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为53.6%，2010年则提高到76.9%，提高了23.3个百分点，证明工资性收入差距拉大是制约朝阳市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最关键因素。

“十一五”期间，全省工资性收入都保持着较快增长速度，2008年朝阳市工资性收入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剧了朝阳市收入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2008年朝阳市工资性收入增速为5%，对可支配收入增长贡献率仅为20.5%；同期全省平均水平增速为16%，对可支配收入增长贡献率为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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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朝阳市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与全省平均水平对比
Fig. 3.5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own dweller income in Chaoyang city
3.2.3 转移性收入增长乏力

转移性收入对于城镇居民收入日益显现重要作用，特别是来自于政府转移支付的离退休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性收入，成为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和特殊结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平衡作用，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已达到36.2%。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对朝阳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重要的稳定和推动作用。2005年到2010年朝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20.6%，增速显著快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速。自2006年起，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速一直领先于家庭总收入，其中2008、2009年比总收入的增速高出13.7、11.6个百分点；其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起一直稳定提高，从2005年的28.4%提高到2010年的36.2%；2008年、2009年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均曾超过工资性收入，2009年贡献率甚至达到62.2%，2010年其贡献率仍达到37.5%。

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比重由2006年的28.8%提高到36.2%，提高了7.2个百分点；同期全省平均水平从33.7%降低到31.2%，降低了2.5个百分点。

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1.8%，比2006年提升22.1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绝对差额由2006年1528元缩小到1012元。

虽然较高的转移性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稳定和保障作用，但城镇居民收入对转移性收入的较高依赖性也对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形成了掣肘。同时鉴于朝阳市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各项转移支付和救助补助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逐渐缩小，预期未来增长逐年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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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与全省平均水平对比
Fig. 3.6  The per capita wage income growth with the provincial average in Chaoyang city 
3.2.4 经营收入增长不快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的比重虽然较低，但增长迅速。2005-2010年期间，朝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速9.6%，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速。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2008年以后朝阳经营净收入出现明显波动下滑，其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降低了1.8个百分点，2010年已降低到5.0%。

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2006-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速10.1%，低于同期全省年均增速(31.2%)；净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由2006年的77.2%降低到2010年的45.7%，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绝对差额也由157元扩大到843元；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1.1个百分点，同期全省平均水平则上升2.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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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对比
Fig. 3.7  The average urban household operating net income with the provincial average in Chaoyang city 
3.2.5 财产性收入增速快但规模总量有限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财产性收入在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查过程中一直表现为较强的偶然性，从2008年财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中逐渐显现，并逐渐趋于稳定，不过总体比重仍不到1%。 

2005-2010年朝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38.7%，但其总体规模较小，其对收入总额影响不太明显。“十一五”期间其占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从一直维持在1%左右，受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影响，2010年其比重较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为0.7%。

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水平低，所占比重小，但近两年增长速度加快，缩小了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各项收入来源中增长最强劲的。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006年的0.1%提高到1.2%，但比全省的比重还低0.2个百分点。2010年财产性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由2006年的7.7%提高到51.5%；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绝对差额由2006年135元缩小到2010年的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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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对比
Fig. 3.8  The per capita property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with the provincial average in Chaoyang city 
3.2.6 不同收入层次城镇居民对各类收入依赖情况

从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来看，相对于比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和中间收入家庭对工资性收入依赖性更强。尤其20%低收入户和20%较低收入户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度分别为67.6%、78.3%，而20%高收入户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仅为44.8%。对比各类家庭有收入人口人均工资水平，低收入家庭虽然工资性收入比重较高，但获得的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显著偏低。

表3.4  2010年按五组分类不同层次家庭各类收入比重情况
Tab. 3.4  The five-group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mily all kin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 
	指标名称
	全市平均(%)
	20%低收入户(%)
	20%较低收入户(%)
	20%中等收入户(%)
	20%较高收入户(%)
	20%高收入户(%)

	家庭总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资性收入
	58.1
	67.6
	78.3
	64.9
	55.1
	44.8

	转移性收入
	36.2
	24.1
	17.8
	24.8
	42.8
	49.5


续表3.4
	指标名称
	全市平均(%)
	20%低收入户(%)
	20%较低收入户(%)
	20%中等收入户(%)
	20%较高收入户(%)
	20%高收入户(%)

	*离退休金
	28.4
	17.1
	12.8
	20.6
	34.6
	38.7

	经营净收入
	5.0
	7.2
	3.8
	10.2
	1.8
	4.3


	财产性收入
	0.7
	1.1
	0.1
	0.1
	0.3
	1.3

	就业人口平均工资(元)
	17467
	9892
	13737
	15867
	20245
	36303

	离退休人口平均离退休金(元)
	17049
	10561
	13257
	13903
	15666
	22048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占更大比重，除了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离退休金外，高收入家庭获得其他种类转移性收入比重也显著高于中低收入家庭，证明高收入家庭比具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收入构成结构更加丰富。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体现为低水平的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性收入和捐赠（赡养）收入。按照人均指标计算，低收入家庭平均离退休金水平显著偏低。反映出目前政府转移性收入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还有限。

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20%低收入家庭和20%中等收入家庭，反映出目前朝阳市这两类收入家庭在日益活跃的经济环境中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3.3 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状况分析

3.3.1 不同收入层次家庭呈现“哑铃型”不均衡增长

2000年以来，朝阳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家庭人均收入普遍提高，增速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哑铃型”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增速显著高于中间家庭。

表3.5  朝阳市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可支配收入发展状况

Tab. 3.5  The development of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in the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时期
	全市平均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过去十年

2010/2000
	12.4
	12.2
	13.0
	12.2
	11.3
	11.8
	14.0
	14.8

	过去五年

2010/2005
	14.5
	16.0
	18.9
	16.5
	12.0
	11.0
	14.7
	18.8


续表3.5
	时期
	全市平均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过去三年

2010/2008
	19.9
	28.5
	30.5
	24.0
	16.4
	14.7
	16.1
	21.5

	2010年

2010/2009
	12.2
	6.6
	8.4
	10.8
	10.9
	12.6
	14.9
	10.6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九组不等分数据，过去十年间（2000年-2010年），最高收入家庭（10%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家庭（10%高收入户）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市平均增速2.8和2个百分点，最高收入家庭净增加额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增加额的2.7倍；最高收入家庭比中等收入家庭（20%中等收入户）平均增速3.5个百分点，净增加额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增加额的3.3倍。

低收入家庭显著增长集中发生在最近的五年（2005年-2010年），特别是过去的三年（2008年-2010年）。过去三年期间，10%最低收入户和10%低收入户的家庭收入分别年均增长28.5%、30.5%，显著高于全市平均增速水平。

占全市被调查家庭60%比重的中等收入家庭在过去十年中虽然也维持着10%以上的快速增长，但明显逊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轮番快速增长的同时，中等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低于全市平均增速。

表3.6  “十一五”期间各阶层家庭相对于全市平均收入水平对比情况（以当年全市平均收入为100）
Tab. 3.6  The contrast of each class families with the city's average income level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时期
	全市平均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2006年
	100
	31.2
	47.4
	68.6
	100.9
	135.5
	167.6
	223.8

	2007年
	100
	32.8
	44.4
	62.8
	93.0
	131.3
	187.3
	243.5

	2008年
	100
	37.5
	52.8
	67.5
	90.0
	118.2
	166.6
	271.8

	2009年
	100
	39.6
	54.4
	68.0
	88.6
	119.6
	171.4
	253.3

	2010年
	100
	37.6
	52.5
	67.2
	87.5
	120.1
	175.6
	249.8

	五年指标变动(%)
	6.5
	5.2
	-1.5
	-13.4
	-15.3
	8.1
	25.9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从相对指标看，“十一五”期间，朝阳市10%最低收入户和10%低收入户与全市平均水平的相对比重分别增长了6.5和5.2个百分点；10%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则分别增长了25.9和8.1个百分点；中间层级的60%家庭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明显呈现出中间缓慢萎缩、两端加快膨大“哑铃型”增长态势。

3.3.2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扩大而相对差距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经历了 “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国经济环境又快又好的发展环境下，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都实现了快速稳步的增长。在城镇居民收入受益于日益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同时，朝阳市农村经济也日益活跃，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减免农业税基础上，普遍义务教育、粮食直补、农机补贴、畜禽养殖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2010年朝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008元提高到6142元，年均增长19.8%，增速较辽宁省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乡居民都保持了较快增长，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幅度仍在继续快速拉大，甚至有明显加快趋势。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2000年-20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5134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了8950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3013元到扩大为6829元，十年间增大一倍多。“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绝对差距增量继续以13%-19%的速度持续扩大，使朝阳市城乡“二元”收入结构鸿沟越来越明显。

[image: image12.emf]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朝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朝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比

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比


图3.9  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收入比发展情况
Fig. 3.9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Chaoyang city 
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发展的不同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较大的跳跃性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稳定上升，从1983年的1.21持续扩大到2009年的2.65，2010年则略微下滑到2.56；与此同时，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呈“M”形曲线发展状态，并在最近10年呈现缩小下滑势头。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焕发出比乡村更加强烈的发展动力，城乡差距逐渐扩大，朝阳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改革开放初期1.99扩大到90年代的2.91。

90年代以后，国家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城镇，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城镇居民工资水平得到大幅度增长，但企业改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90-199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5%，慢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5.5个百分点，致使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缩小到1996年最低点的1.84。

1997年-2000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降低；与此同时，由于种养效益低、收入来源单一、负担沉重等原因，农民增收进入最困难时期，农民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因此上升至历史最高点的3.99。

2001年以后，作为辽宁省重要的农业大市，得益于国家一系列支持农民增收的重大政策，农民收入增速回升，2001-2010年10年期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到2.56。

3.3.3 城镇居民各阶层之间收入差异水平较高

根据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推算， 2008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21,2009年为0.295，2010年扩大到0.309，差异状况呈现加强趋势，但总体波动不大。

对照模拟洛伦茨曲线可以看到，最近三年来，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主要体现为：中低收入层次群体与均衡指标线偏差明显，中等收入群体出现向低端分化迹象，绝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远离均衡指标线速度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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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工资历史发展情况
Fig. 3.10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wage history 
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九组不等分数据有力的佐证了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显示的差异趋势，居民收入总额在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汇聚情况呈现明显分化。10%最高收入户总人口虽然只占被调查对象的8.7%，却占有收入总量的21.7%；10%最高收入户总人口占被调查对象的11.9%，只占有收入总量的4.5%；20%中等收入户总人口占被调查对象的20.3%，其占收入总量的17.8%，有向低收入群体分化偏移的倾向。更为极端的调查群体是，5%困难群体家庭总人口占被调查对象的6.4%，而其收入只占收入总量的2.2%；5%更高收入家庭总人口占被调查对象的4.1%，而其收入只占收入总量的12.4%。

表3.7  2010年按九组分类不同层次家庭收入比重情况
Tab. 3.7  The  proportion of  nine group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household income
	指标名称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人口比重
	11.9
	11.2
	22.3
	20.3
	17.9
	7.7
	8.7

	收入比重
	4.5
	5.9
	15.0
	17.8
	21.5
	13.6
	2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虽然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水平仍然较高，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极端差异状况有所萎缩。 “十一五”以来，受惠于国家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补助政策加强，朝阳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是各收入家庭中增长最快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镇居民中各阶层家庭收入相对差距。10%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与全市平均指标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全市平均水平与10%最低收入家庭相对差距比从“十一五”初期（2006年）的3.1缩小到2010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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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不同收入家庭历年收入比情况
Fig. 3.12  The income ratio in different income families over the years
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的极端差异也逐渐趋向缩小，朝阳市城镇最高10%收入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10%收入户收入差距比由2002年的10.4缩小到2009年的6.6。“十一五”期间，10%最高收入家庭与10%最低收入家庭的极端差距比呈稳定下滑趋势，2010间两类极端家庭差距比仅为6.6。

4 影响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4.1 经济发展政策是决定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9]，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提高的表现，是解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居民收入是经济发展向人民群众进行物质转化的表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因此，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之间既是因与果的关系，又是源与流的关系。

4.1.1 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分析

(1) 朝阳市经济增长的城镇居民收入弹性

经济增长的收入弹性系数可以反映出居民收入随着地区生产总值（GDP）发展变化趋势和关系，即朝阳市地区经济总量（GDP）每增长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变动的百分比。

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阳市地区经济总量的收入弹性系数呈现较大的波动。经济总量增长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息息相关，但作为经济增长结果的反馈，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更加稳健的趋势。弹性系数历史曲线的波动与朝阳市地区经济总值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

根据弹性系数曲线发展状况图，朝阳市经济总量的收入弹性系数与辽宁省、全国同发展趋势总体一致，但朝阳市的弹性系数波动幅度更为明显，证明作为更小的基本经济单位，朝阳市经济总量与收入增长协调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对比弹性系数的相对差距，朝阳市经济总量的收入弹性系数总体低于辽宁省及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情况既印证了朝阳市农业比重大、农业人口比重大的社会现状，同时也说明了朝阳市地区经济总值向居民收入的转化率低于辽宁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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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朝阳市历年经济总量的收入弹性系数状况
Fig. 4.1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for the total economy over the years
收入弹性系数曲线显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向好，朝阳市地区经济总量与城镇居民收入走势更加稳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经济增长的收入弹性系数与全省、全国同期指标逐渐更为接近。2010年朝阳市地区经济总量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46，即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每增长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0.46个百分点。

(2) 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

为了深入研究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我们用1982年至2010年以来的朝阳市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散点图，运用积差法计算两者相关系数γ= 0.9655，显示出两项指标呈密切线性正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建立以人均GDP为X，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Y的拟合函数方程。根据两项指标散点图显示数据形态，我们分别建立了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模型和二次曲线回归方程拟合模型，通过建立模型的参数估计，并输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和概率p值，判定系数R2等统计量，以选定最优模型。

计算得出朝阳市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关关系的拟合函数分别为：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 = 0.6333X + 1233.1        　                  （4.1）
二次曲线回归方程： Y = -3e-5X2 + 1.1344X + 291.54                   （4.2）
结果显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和二次曲线回归方程拟合模型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但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判定系数R2=0.9321，二次曲线回归方程判定系数R2=0.9844，证明二次曲线回归方程具有更高的拟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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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朝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函数相关关系模型图
Fig. 4.2  The mode of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GDP in Chaoyang city
通过以上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间具有密切正相关关系，既具有稳定的同步性发展特征。

（2）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具有函数相关关系，按照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推算，人均GDP每增长1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0.633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紧紧随着经济的发展稳步增长，可支配收入增长正是经济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之一。

（3）二次曲线方程模型走向表明，朝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于人均GDP增势减弱，即未来随着朝阳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将落后于经济发展步伐。

4.1.2 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分析

2010年朝阳市人均GDP为21536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增长了60.9倍，年均增速15.87%；2010年辽宁省人均GDP较1982年增长了47.9倍，年均增速14.8%。2010年朝阳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较1982年增长了29.8倍，年均增速13.03%；辽宁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较1982年增长了33.4倍，年均增速13.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基本保持了同步发展趋势，并与全省经济发展形势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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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历史发展情况
Fig. 4.3  The tow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GDP history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迎来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朝阳市经济进入迅速腾飞的发展快车道，居民生活水平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开始日益显现。

从2001年起，朝阳市人均GDP 增速连续十年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01-2010年，朝阳市人居GDP平均增速21.5%，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拉大。进入“十一五”时期，从2005年起，朝阳市人均GDP绝对额开始反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借助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迅速与城镇居民收入拉开距离。从2005年到2010年的5年间，朝阳市人均GDP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达到8575元，超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与此同时，2010年辽宁省人均GDP达到42355元，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扩大到24642元，超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2%。朝阳市人均GDP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状况显然好于全省平均水平。

“十一五”期间，全省经济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快速增长。2010年，朝阳市人均GDP与辽宁省人均GDP相对水平比率为50.8%，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较“十一五”初期提高15.1个百分点，比历史最低值（2000年）提高了26.5个百分点；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辽宁省平均水平相对比率为73.2%，比“十一五”初期提高1.4个百分点，较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降低了22.2个百分点。朝阳市人均GDP与全省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显然优于城镇居民收入。

4.1.3 积贫积弱的发展历史奠定居民收入环境基础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沿海工业大省，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2.1%，户籍农业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50.38%。朝阳市作为辽宁最大的农业市，地处辽西内陆，干旱多山，户籍农业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70.3%，相当于拥有全省13.5%的耕地、11.3%的农业人口。作为工业省份的农业市，无论是建国后的工业基地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还是2003年以后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发展浪潮中，朝阳都处于整体发展洪流的边缘，致使朝阳市历史上总是一次次错过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主浪，逐渐沦为辽西偏远、贫困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复苏，城乡面貌迅速发生改变，但经济规模体量小的现状造成朝阳难以凝聚足够的发展资源。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一直维持在全省第13名的位次，最高只达到过全省GDP总量的3.59%（2010年），最低时（2000年）只有1.9%。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时期，在各项经济指标落后的情况下，虽然朝阳市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一直处于落后地位，财政支出水平出现了显著增长，这是因为在国家、省级财政大力支援下，朝阳市实施了一系列荒山绿化、设施农业发展战略，这种投资型财政支出短期内尚未反映到居民收入分配层面，短期内未能显示对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效果。

表4.1  朝阳市经济发展指标在全省的位次
Tab. 4.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vince's ranking over the years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地区生产总值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3
	13
	13
	13
	13
	13
	12
	12
	1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9
	10
	12
	9
	8
	5
	4
	4
	　


续表4.1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3
	13
	12
	13
	13
	1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3
	13
	13
	14
	14
	14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0
	10
	13
	13
	11
	8
	7
	9
	8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    

4.1.4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产业结构经历了“二一三”（1986年以前）、“二三一”（1986年-1995年）、“三二一”（1996年-2003年）、“二三一”（2004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2010年，朝阳市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达到50.6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吸纳更劳动力多的第三产业比重继续缩小到28.6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8.82个百分点，比2000年低17.9个百分点。

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其中第二产业是城镇居民就业的稳定阀，第三产业是城镇居民就业的蓄水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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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朝阳市与全省三次产业构成发展状况对比
Fig. 4.4  The three industries constitutes of Chaoyang city with the province
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朝阳市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个数比例为1：4.2，从业人员总数比例为1.1：1，单位平均从业人数比为4.6：1，第二产业单个法人单位在规模总量、就业容纳数量水平上显著高于第三产业，是不少城镇居民家庭稳定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环境进一步放活，制造类企业大量改制，以及生产效能迅速提高和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大量产业工人从第二产业脱离，同时第二产业补充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大量的城镇居民从第二产业中转向了第三产业。进入“九五”以来，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了朝阳市容纳就业的主渠道。

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除了法人单位容纳了20.1万从业人员外，10.5万户个体经营户成为第三产业容纳就业的巨大蓄水池，在城镇居民连续性调查家庭中，大部分的中低档收入居民和全部经营收入居民都来自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发展迟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巨大的就业规模和持续萎缩的结构比例说明第三产业存在严重的发展滞后问题。首先，社会快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多样化需求，自由开放的经营环境给第三产业发展开辟了巨大发展空间。其次，较低的进入门槛和较高的就业弹性，吸引大量的第一、第二产业过剩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成为个体经营者，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形成的新市民也多集中在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就业规模。其三，大量的简单劳动力分散在传统行业中，难以实现行业凝聚力和产业升级，反而造成较多的社会管理难题。最后，第三产业的非规模化使投资收益可控性降低，造成社会投资较少向第三产业流动，不利于朝阳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

4.2 职工就业与工资政策是决定城镇居民收入的直接因素

4.2.1 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与平均工资的同步性分析

工资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居民收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收入弹性系数一直保持稳定，以1为轴连续波动发展，2000年以后则基本维持在1以下，表明自2000以后，朝阳市职工工资增速一直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10年，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收入弹性为0.93，即当年平均工资每提高1%，可以带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0.93个百分点。

平均工资的收入弹性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收入弹性呈现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说明朝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平均工资、经济发展均保持基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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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朝阳市平均工资的收入弹性系数状况
Fig. 4.5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the average wage in Chaoyang city
对1990年至2010年以来的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散点图，显示出两项指标呈密切线性正相关关系。根据两项指标散点图显示数据形态，我们建立了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模型，通过建立模型的参数估计，并输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和概率p值，判定系数R2等统计量，计算得出朝阳市平均工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关关系的拟合函数为：

Y = 0.40669X + 1501.9

结果显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模型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但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判定系数R2=0.9788，证明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按照拟合方程，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每变动1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变动0.40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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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朝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工资的函数相关关系模型图
Fig. 4.6  The mode of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average wage in Chaoyang city
通过对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收入弹性和平均工资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分析证明：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稳定的同步性。

4.2.2 城镇居民收入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发展协调性分析

作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核心来源，城镇居民收入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具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环境越来越宽松，职工工资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渐呈现与职工工资发展同向不统一的发展势头。

2010年，朝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绝对差距为15895元，绝对差距相当于5年前(2005年)的3倍、10年前(2000年)的21.3倍、20年前(1990年)的31.4倍，呈现越来越快的发展势头。回顾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自2000年后，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过去20年（1990-2010）间，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平均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8个百分点，过去10年间平均增速高出7.3个百分点，过去5年间平均增速高出4.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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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工资历史发展情况
Fig. 4.7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wage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工资近20年的对比曲线呈现单驼峰曲线形，在1999年抵达峰顶，2010年达到低点值为44.9%，即城镇居民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4.9%。

显然，最近十年来，朝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工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割裂，并且这种分歧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不能有效反映平均工资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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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工资对比曲线
Fig. 4.8  The Curve of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wage
4.2.3 就业水平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由于企业性质改变和统计口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统计人数以2001年为界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朝阳市在岗职工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势头；90年代到2000年，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人数一直缓慢徘徊；2000-2002年，朝阳在岗职工统计人数直接减少14万人，并且这种减少趋势一直延续到2008年才开始稳定上升。2010年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人数比2008年增加了1.4万人，但比历史高峰期1993年减少19.27万人。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国有企业改制和倒闭浪潮，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数的大幅度减少，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制度改革相一致的。从2001年开始，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重超过城镇集体单位成为重要的职工就业类型，国有和集体单位离岗的大量职工既形成了一大批活跃市场经济的生力军，也成为了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沉重包袱，为全市人均收入增速显著低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埋下伏笔。

从企业类型角度分析，2008年朝阳市全部单位城镇在岗职工较2000年减少17.9万人，其中同期国有单位城镇在岗职工减少17.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减少5.9万人，其他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增加5.9万人。2010年朝阳市各类型单位城镇在岗职工人数比重分别为57.9%、7.7%、34.5%，在国有单位在居民就业中地位渐渐萎缩的同时，其他经济单位成为容纳城镇居民就业日益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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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朝阳城镇历年在岗职工人数变化情况
Fig. 4.9  The changes of the staff and workers in cities and towns over the years
受城镇居民在岗职工就业分布的影响，朝阳市各类型单位工资增长呈现差异化变化。2000年以来，朝阳市国有单位平均工资平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增速0.53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高于全市平均增速1.88个百分点，其他经济单位则低1.55个百分点；2005年以来，朝阳市国有单位平均工资平均增速低于全市0.44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高于全市平均增速3.94个百分点，其他经济单位则低2.7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虽然国有企业在企业改制变革中受到较大影响，但其对全市平均工资仍起到核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收入出现了明显改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经过大规模洗礼后，在岗职工收入水平改善明显，但其工资水平明显偏低，对城镇居民低收入就业者收入改善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他经济单位规模发展迅速，但从业者收入水平增速水平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全市工资水平上涨，但其对城镇居民收入意义重大，是值得关注和改善的重要部分。

表4.2  朝阳市城镇居民调查样本家庭就业状况
Tab. 4.2  The family 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survey sample in Chaoyang city
	项   目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家庭人口数
	2.76
	2.79
	2.8
	2.98
	3.00
	3.04

	1.有收入者人数
	2.07
	2.08
	2
	2.12
	2.04
	2.04

	(1)就业人口数
	1.39
	1.41
	1.44
	1.38
	1.29
	1.32

	①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
	0.4
	0.41
	0.44
	0.7
	0.66
	0.70

	②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
	
	
	0.01
	
	
	


续表4.2
	项   目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③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人数
	0.07
	0.11
	0.13
	0.15
	0.11
	0.10

	④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人数
	0.13
	0.14
	0.14
	0.11
	0.10
	0.12

	⑤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人数
	0.71
	0.58
	0.56
	0.3
	0.32
	0.30

	⑥离退休再就业人数
	
	
	0.01
	
	
	

	⑦其他就业人数
	0.09
	0.17
	0.17
	0.12
	0.12
	0.10

	(2)离退休人数
	0.63
	0.63
	0.53
	0.62
	0.57
	0.57

	(3)其他有收入者人数
	0.06
	0.04
	0.04
	0.12
	0.17
	0.15

	2.无收入者人数
	0.68
	0.71
	0.8
	0.86
	0.96
	1.00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对城镇居民家庭居民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在2005-2007、2008-2010两个轮换调查区段年度内，城镇居民在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人数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存在调查抽样偏差因素，仍可以认为2008年以后国有经济单位就业职工人数有较大幅度减少，同时在个体或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则呈现较大幅度提高，这两种成分就业者构成了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的主要就业力量和关键收入来源。

4.2.4 家庭负担水平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随着经济日益活跃，城镇居民就业渠道越来越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根据《辽宁统计调查年鉴》数据，2010年朝阳市城镇登记失业总人数为1.77万人，其中主城区占25.6%。

在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抽样调查过程中发现，朝阳城镇居民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尤其以结构性失业为主，多数表现为国有企业改制后4050人群低就业现象。政府虽然给予这部分人群一定程度上的就业指导、社会保险减免、提供公益岗位等一系列扶持，有效改善了失业人群家庭收入状况，但明显无法使其跟上快速发展的城镇居民收入步伐，不能彻底改变其与全市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局面。
表4.3 朝阳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Tab. 4.3  The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sons in Chaoyang city
	年份
	全市（人）
	市区(双塔、龙城)
	市区占比(%)

	2000
	33765
	9971
	29.5

	2002
	76233
	19886
	26.1

	2003
	36782
	9595
	26.1


续表4.3

	年份
	全市（人）
	市区(双塔、龙城)
	市区占比(%)

	2004
	30387
	10217
	33.6

	2005
	27595
	9278
	33.6

	2006
	26684
	6711
	25.1

	2007
	21078
	5408
	25.7

	2008
	18271
	4687
	25.7

	2009
	17693
	4529
	25.6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调查年鉴          

除了失业人群外，城镇居民家庭中各种被抚养对象等无收入人数比重也是家庭就业负担的一个重要方面。调查数据显示，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正呈现日益小型化趋势，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家庭户均人口连续减少，2010年户均人口为2.76人，较2005年减少0.28人。

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负担水平呈现明显减缓趋势。2005年-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户均就业面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家庭就业负担系数减少了0.31，家庭抚养系数减少0.16。就业水平上升与负担水平的降低，大大缓解了城镇居民家庭就业负担，对平均收入水平提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表4.4 朝阳市城镇居民调查样本家庭就业负担状况
Tab. 4.4  The survey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employment burden on the sample households
	项   目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一)家庭人口数
	2.76
	2.79
	2.8
	2.98
	3.00
	3.04

	1.有收入者人数
	2.07
	2.08
	2
	2.12
	2.04
	2.04

	2.无收入者人数
	0.68
	0.71
	0.8
	0.86
	0.96
	1.00

	(二)户均就业面（%）
	50.36
	50.54
	51.43
	46.31
	43.00
	43.42

	(三)负担系数
	1.99
	1.98
	1.94
	2.16
	2.33
	2.30

	(四)抚养系数
	0.33
	0.34
	0.40
	0.41
	0.47
	0.49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4.2.5 行业和企业分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不同国民经济行业在不同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日益放活，不同国民经济行业因经济增长周期、行业发展历史阶段、对新经济适应效率等各方面因素，逐渐发生着变化，就业者收入水平的错位调整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之比为4.2∶1。

朝阳市也发生着同样的行业分化。2010年，朝阳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最高的是教育行业，与当年全社会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指数为400.2；最低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41.1，两者之比为9.7：1，差距水平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有教育、金融业、电力、燃料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教育行业属于财政保障的事业性质行业，金融业具有国家规定的特殊排他性，电力、燃料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则具有国家垄断性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则具有技术和资金壁垒，可以发现，这些行业具有的较高进入限制或排他性是较高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

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大部分集中在进入门槛低、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主要有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备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这些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容纳了更多的城镇就业者和城镇化新市民，也是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城镇居民收入中数指标向低收入人群偏移的根本原因所在。

表4.5 2010年朝阳市各行业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Tab. 4.5  The industry towns in the average wage of workers in 2010
	行业
	城镇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元)
	各行业与全社会工资相对水平

	全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9947
	100.0

	行政机关
	31294
	104.5

	事业单位
	31311
	100.1

	企业单位
	28661
	91.5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31294
	109.2

	第二产业
	采矿业
	24081
	77.0

	
	制造业
	25963
	107.8

	
	电力、燃料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37952
	146.2

	
	建筑业
	27658
	72.9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4571
	88.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4481
	181.0

	
	批发和零售业
	24321
	54.7


续表4.5

	行业
	城镇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元)
	各行业与全社会工资相对水平

	第三产业
	住宿和餐饮业
	16462
	67.7

	
	金融业
	38893
	236.3

	
	房地产业
	20914
	5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3616
	112.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查业
	33406
	141.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备管理业
	21747
	65.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8938
	41.1

	
	教育
	35767
	400.2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0999
	8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9723
	95.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2679
	109.9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     

除了城镇居民就业所在的行业分化外，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异的还有企业的分化。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城镇集体和其他企业单位的分析可以发现，最近二十年来，朝阳市各类型企业发生了较大的分化。从各类型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对于当年全市平均工资的指数水平看，从1995年以来，朝阳市国有企业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直高于全市平均工资，处于110指数平均线附近。其他经济企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较大波动，曾在2001年达到历史高点，朝阳市国有较大型企业从“十一五”时期朝阳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政府扶持，其他经济企业因规模、历史、政治等各种因素未能获得更好资源，工资指数在平均水平以下处于徘徊趋势。城镇集体企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则一直处于下滑趋势中，从80年代最高的85，跌到2003年的42，最近几年虽有所上调，但一直保持在60指数以下，并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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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朝阳市各类型企业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水平指数对比
Fig. 4.10  The index contrast of workers’ wages in all kinds of enterprises in city
4.2.6 公共部门就业状况对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作为经济不太发达的较小城市，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在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中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到全市非农业户籍人口的11%以上，甚至可以估计出相当于全市1/3以上的家庭有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对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另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平均就业工资一直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公共部门就业人员收入水平在全市就业人群中处于中等略偏上位置，对于全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稳定和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末朝阳市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总人数为11.4万人，连续十年基本保持稳定，历年总人数相对于2010年的比例平均波动幅度不超过3%，最大绝对偏差不超过9%。2000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相对于全市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万人比例为336.2人；但是由于城镇居民人口的增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占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持续下降，2010年相当于2000年降低了2.2个百分点，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对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总体影响面略有降低。

表4.6  朝阳市城镇居民调查样本家庭就业状况
Tab. 4.6  The family 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survey sample
	 年份
	机关事业单位2010年人数同比历年增速(%)
	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非农业人口比重(%)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对比全社会平均工资(%)

	2000
	-1.2
	3.5%
	13.5
	145.7

	2001
	-2.4
	3.5%
	13.6
	143.7


续表4.6
	年份
	机关事业单位2010年人数同比历年增速(%)
	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非农业人口比重(%)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对比全社会平均工资(%)

	2002
	2.8
	3.3%
	12.8
	120.5

	2003
	1.1
	3.4%
	12.9
	118.8

	2004
	4.0
	3.3%
	12.3
	120.5

	2005
	6.2
	3.2%
	11.8
	108.5

	2006
	6.0
	3.2%
	11.6
	106.9

	2007
	2.1
	3.3%
	12.0
	108.7

	2008
	3.6
	3.2%
	11.8
	108.1

	2009
	0.5
	3.3%
	11.5
	110.7

	2010
	--
	3.4%
	11.3
	107.7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        

根据2010年机关事业单位人数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推算，朝阳市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每上涨100元，则全市非农业人口人均上涨11.3元。从2000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与全社会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对差距持续下降。一方面证明随着经济发展，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逐渐扭转了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工资一枝独秀的局面，对于构建公平、和谐、稳定的城市就业格局和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工资相对差距减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部门从业人员在全市城镇居民家庭中的地位，对于改变地区人才流向起到积极意义，为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价值。

4.3 社会保障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起到重要补偿和稳定作用

4.3.1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尚未满足居民收入发展要求

社会保障支出是指政府通过财政向需要扶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狭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指通过财政支付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广义的社会保障支出还包括社会保险支出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保障性支出。为取得数据资料便捷和统一，本部分以狭义的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讨论对象。

对比“十一五”以来朝阳市社会保障支出数据，2010年朝阳市社会保障支出是2006年的2.75倍，2006-2010年期间其年均增速达到28.8%，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财政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体现为城镇居民家庭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收入、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保险收入等转移性收入项目，因此朝阳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正是城镇居民收入调查中转移性收入部分高于其他部分收入的关键原因。

相对于朝阳市整个财政支出格局来看，“十一五”期间朝阳市社会保障支出增幅明显带有一定的被动上升意味。从社会保障标准水平看，朝阳市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金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直落后于全省各市，这其中固然有朝阳市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财政支付能力的问题，但其结果却是只会是低发展水平和低社会保障水平共存。从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时间看，朝阳市社会保障标准调整往往落后于全省，存在着跟随全省调整被动上调的嫌疑，而且其调增幅度往往以上级调整要求为主而非本地经济发展阶段为依据。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水平来看，“十一五”期间朝阳市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水平呈“微笑曲线”，且2010年仍较2006年减少1.3个百分点。

4.3.2 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不均等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数据显示，2010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社会保障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9.48%，占转移性收入的81.5%，作为转移性收入主要部分，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性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9.28%，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社会保障性收入比重较“十一五”初增加2.6个百分点。

从社会保障性收入构成看，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为城镇居民家庭获得的最主要的社会保障性收入，2010年其比例达到96.23%，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28.4%。尽管朝阳市政府社会救济补助标准持续上涨，但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获得的人均社会救济收入高于“十一五”初期，但较2008、2009年略有降低，主要是调查样本家庭中获得低保及各种救济人数逐渐减少。

4.7 城镇居民社保保障收支发展状况
Tab. 4.7  The urban residents in social security to protect th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项目
	2010
	　
	2009
	　
	2008

	
	占总收入比重
	增长贡献率
	　
	占总收入比重
	增长贡献率
	　
	占总收入比重
	增长贡献率

	社会保障性收入
	29.48
	25.53
	
	29.90
	56.91
	
	26.44
	23.63

	1.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28.37
	28.53
	
	28.35
	60.47
	
	24.24
	12.3

	2.社会救济收入
	1.01
	-1.22
	
	1.24
	-3.91
	
	1.9
	9.63

	其中：最低生活保障收入
	0.73
	-1.82
	
	1
	-2.13
	
	1.4
	7.66

	3.保险收入
	0.1
	-1.78
	
	0.3
	0.35
	
	0.3
	1.7

	其中:失业保险金
	0
	-0.64
	
	0.07
	0.12
	
	0.06
	0.3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对朝阳市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社会保障收支情况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性收支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加明显。在九组分城镇居民家庭中，处在第二高阶的10%高收入户是获得社会保障性收入最高的一组家庭，其社会保障性收入水平相当于10%最低收入家庭的13.3倍，社会保障性收入占该组家庭总收入的59.67%。

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在各类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性收入中都占最重要的地位，不同的是其在高收入家庭中比重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 10%高收入户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水平相当于10%最低收入户的17.2倍；同时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在60%高层级收入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比重超过了95%，对大多数具有较高收入家庭带来更大影响。

社会救济收入对偏低收入层级的家庭影响更为明显，20%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等社会救济收入水平更高，但社会救济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最大的却是10%最低收入家庭，这其中有不同家庭获得的最低生活保障收入补助标准差异原因，也有不同调查样本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布偏差，可能也有基层单位在社会救济收入分配中因不同家庭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差异而产生的人为偏差。

自从辽宁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保险收入较少体现在朝阳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中，2010年调查中体现的保险收入多为居民投保的商业性保险获得的收入，集中在较高收入家庭中。
表4.8  2010年朝阳市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社会保障收支情况

Tab. 4.8  The household social security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or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in 2010
	项目
	全市平均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家庭总收入
	5398.0 
	7334.1 
	9495.3 
	12269.2 
	16770.7 
	23492.8 
	34691.4 
	5398.0 

	一、社会保障性收入
	4103.1
	1050.6
	1548.1
	1484.4
	2646.4
	5856.9
	14018.3
	9160.4

	1.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3948.8
	809.1
	1375.4
	1217.0
	2527.9
	5802.4
	13942.0
	9076.5

	2.社会救济收入
	140.0
	241.6
	172.7
	256.9
	118.6
	29.2
	76.3
	

	其中：最低生活保障收入
	101.0
	171.2
	101.8
	230.7
	63.6
	29.2
	
	

	3.保险收入
	14.2
	
	
	10.4
	
	25.3
	
	83.9

	其中:失业保险金
	
	
	
	
	
	
	
	

	二、社会保障支出
	781.9
	411.3
	409.6
	675.7
	802.1
	1027.2
	484.7
	1738.1

	1.个人交纳的养老基金
	463.3
	337.3
	356.1
	451.6
	475.3
	538.2
	309.2
	753.4

	2.个人交纳的住房公积金
	203.9
	41.8
	12.8
	132.8
	204.7
	327.5
	80.6
	700.4

	3.个人交纳的医疗基金
	89.4
	28.8
	31.5
	75.1
	96.4
	119.2
	76.2
	215.6


续表4.8

	项目
	全市平均
	10%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2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1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4.个人交纳的失业基金
	19.4
	3.4
	9.2
	13.7
	22.5
	33.5
	9.0
	41.5

	5.其他社会保障支出
	5.9
	
	
	2.5
	3.2
	8.9
	9.8
	27.2

	三、社会保障净收入
	3321.1 
	639.3 
	1138.5 
	808.7 
	1844.4 
	4829.7 
	13533.6 
	742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朝阳调查队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层次家庭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义务水平呈现显著差异。由于存在更多的离退休居民，10%高收入户获得最多的社会保障支出，却负担了更少的社会保障支出义务。10%最低收入户和10%低收入户中存在更多自己负担养老基金的劳动者，2010-2011年朝阳市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平均线为5328元，因此个人负担的养老保险成为影响此类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社会保障支出项目，也是造成10%最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净收入偏低的主要减项因素。20%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存在更多的中低收入普通上班族，因此该组家庭在获得较少的社会保障收入同时负担更多的社会保障缴费义务，社会保障支出相当于家庭总收入的7.1%，其社会保障净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4.4 税收与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带来潜在影响

4.4.1 自给水平偏低影响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能力

财税政策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枢纽，它通过税收形式完成第一次社会产品的分配，又通过税收分配完成公共产品的第二次分配，在对居民收入影响方面，财税政策分配的着眼点是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工具，促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13]。

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加强，中央财政分走了更多收入，但地方却承担了更多的财政支出义务。2009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降低到53.4%，中央与地方自给水平比扩大到4.4:1。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由以往的地方支援中央改变为中央扶助地方，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地方政府、特别是类似朝阳市这样的基层政府几乎丧失了自主财政政策能力，很难实施可以有效影响当地收入分配格局的财税政策。

2009年我国财政总收入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20.12%，而朝阳2009年财政收入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仅为8.14%，2010年上升到10.1%。

表4.9 1978-2009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比例
Tab. 4.9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allocation ratio from 1978-2009
	年份
	财政收入比重
	
	财政支出比重
	
	自给能力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总体(%)
	中央(%)
	地方(%)

	1978
	15.5
	84.5
	
	47.4
	52.6
	
	100.9
	33.0
	162.1

	1980
	24.5
	75.5
	
	54.3
	45.7
	
	94.4
	42.7
	155.8

	1985
	38.4
	61.6
	
	39.7
	60.3
	
	100.0
	96.8
	102.2

	1990
	33.8
	66.2
	
	32.6
	67.4
	
	95.3
	98.8
	93.5

	1991
	29.8
	70.2
	
	32.2
	67.8
	
	93.0
	86.0
	96.3

	1992
	28.1
	71.9
	
	31.3
	68.7
	
	93.1
	83.7
	97.4

	1993
	22.0
	78.0
	
	28.3
	71.7
	
	93.7
	73.0
	101.8

	1994
	55.7
	44.3
	
	30.3
	69.7
	
	90.1
	165.7
	57.2

	1995
	52.2
	47.8
	
	29.2
	70.8
	
	91.5
	163.2
	61.8

	1996
	49.4
	50.6
	
	27.1
	72.9
	
	93.3
	170.2
	64.8

	1997
	48.9
	51.1
	
	27.4
	72.6
	
	93.7
	166.9
	66.0

	1998
	49.5
	50.5
	
	28.9
	71.1
	
	91.5
	156.5
	65.0

	1999
	51.1
	48.9
	
	31.5
	68.5
	
	86.8
	140.9
	61.9

	2000
	52.2
	47.8
	
	34.7
	65.3
	
	84.3
	126.6
	61.8

	2001
	52.4
	47.6
	
	30.5
	69.5
	
	86.7
	148.8
	59.4

	2002
	55.0
	45.0
	
	30.7
	69.3
	
	85.7
	153.4
	55.7

	2003
	54.6
	45.4
	
	30.1
	69.9
	
	88.1
	159.9
	57.2

	2004
	54.9
	45.1
	
	27.7
	72.3
	
	92.7
	183.7
	57.8

	2005
	52.3
	47.7
	
	25.9
	74.1
	
	93.3
	188.6
	60.0

	2006
	52.8
	47.2
	
	24.7
	75.3
	
	95.9
	204.7
	60.2

	2007
	54.1
	45.9
	
	23.0
	77.0
	
	103.1
	242.5
	61.5

	2008
	53.3
	46.7
	
	21.3
	78.7
	
	98.0
	244.9
	58.2

	2009
	52.4
	47.6
	
	20.0
	80.0
	
	89.8
	235.4
	53.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4.4.2 财税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步性

2010年朝阳市财政总收入66.25亿元，相当于2000年的13.7倍，年均增速达到29.92%；同期朝阳市税收入收入37.85亿元，相当于2000年的10.01倍，年均增速25.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2000年的3.22倍，年均增速为12.42%。过去十年间，朝阳市财政与税收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为朝阳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有力的支持了“突破辽西北”战略实施。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落后与财税增速。

在过去十五年间，“十一五”时期是朝阳市财税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2010年财政收入较2005年提高5倍，年均增速达到43.37%；2010年税收收入也较2005年翻两番，年均增速达到41.94%。“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出现了倒退，财政收入年均降低2.39%，税收收入年均降低0.85%。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财税收入发展振动趋向保持基本一直，但波动幅度显著小于财税收入水平。

辽宁省财政厅王振宇对省内14市财力差异的分析表明，辽西北五市财税收入比重只占到全省总量的16.7%，而省内14市巨大的财力差异基本与各市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保持一致，也侧面说明了财税收入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同向相关的同步性关系。

表4.10 朝阳市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Tab. 4.10  The revenue growth in Chaoyang city
	时期
	地方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中：个人所得税
	

	九五时期
	-2.39
	-0.85
	29.18
	4.6

	十五时期
	17.73
	11.70
	6.82
	11.2

	十一五时期
	43.37
	41.94
	37.05
	14.9

	2000-2010年
	29.92
	25.92
	20.99
	12.4


数据来源:朝阳统计年鉴    
在财税政策中，个人所得税收入是居民收入的减项指标，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为阶梯递进，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呈加速增长。2010年朝阳市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量较2007年增长了205.76%；这一时期，朝阳市人均家庭总收入提高43.56%，个人所得税支出增加了192.6%，其占居民家庭总收入比重提高一倍，为0.37%；城镇居民家庭支出水平基本反映了朝阳市对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效果。

4.4.3 增加政府公共物品投入有益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财政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和主体。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财税支出根本落脚点在于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16]。人民群众不仅需要有保障的家庭收入、丰富的物质供给，还需要有效的医疗、教育保障，也需要多彩多样的文化娱乐生活，更需要便利的交通环境、舒适的购物环境、安定的治安环境、美丽的城市环境。

现有的政府财税支出存在普遍的“缺位”和“越位”现象[16]。一是重生产投资轻民生设施。投资具有快速提高地方经济总量的优点，因此，投资拉动型成为目前各地唯一的主导经济增长方式，招商引资成为几乎政府部门的首要工作，财税政策和财税支出向招商引资倾斜，向生产领域倾斜，形成了较大的公共设施欠账，使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成果上打了折扣，加剧了社会经济中的一些突出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财税支出对公共投入的“缺位”尚未引起决策者的正确认识。二是重救火轻养民。现行的财税政策使中低收入阶层就业者、中小型企业、个体私营经营者承担了更多的财税负担，获得更少的政策和财税支持，富裕阶层和大型企业反而有更多途径逃避税收负担，加剧社会矛盾。同时财税政策保障群体范围窄、保障水平低，除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一小部分居民外，难以达到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只有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运行机制，将财税政策着力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中来，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物品，才能真正立足于人民群众需要，有效提高居民普遍福利水平，构建更加和谐社会环境。

4.4.4 构建社会救济系统有益于长远稳定

社会救济系统即社会福利体系在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无收入能力群体基本生活水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与否，不仅关系着城市特殊群体生活质量，还是城镇居民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个城市的道德品质[33]。

在调查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是因为存在待扶养的老、病、残家庭成员，占用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使一部分有劳动能力者无法正常就业，影响了整体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有的城市社会救济系统仅仅体现在“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义务抚养（赡养）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扶助[16]。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对现代社会福利体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表明，当下的社会福利系统不能适应这些需求的发展。社会养老机构养不起老，也无老可养；残疾人福利机构片面追求盈利，已与残疾人事业无关；很多社会救济机构以公益和慈善为幌子，谋求名利。伴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日益提高，居民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延伸，重塑社会救济系统迫在眉睫。

5 促进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5.1 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以奠定居民收入增长基础
5.1.1 改变招大商促发展的数量经济发展思维

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经济，迅速扩充总量，是增加就业、增长财力、提高收入、富民强市的基础，是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本源[16]。从省内外实际情况来看，凡是经济活力迸发的城市，都是居民收入较高的地方。朝阳市要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努力缩小同其他地区的差距，必须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从发展的现实经验看，以资源换速度、以投资换GDP的发展模式对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促进作用显然是事倍功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要引进“绿色GDP”发展概念，尽量减少对招大商、引大资、上大项目、办大企业、建大园区的盲目追求，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转移到惠及民生的发展项目上来，应立足于朝阳市地大人多、历史悠久的现实，加大力度培育和宣传独特的旅游资源，加强对农业产业的培养，加强朝阳市文化产业的挖掘和升级，提高政策对小商业、小物流关注力度，培养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22]。

5.1.2 以更加宽松的经济政策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全面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总体上看数量庞大、进入门槛低，吸纳大量的基层劳动就业，属劳动力最为密集的经营形式；从微观上看个体私营经济则呈现个体规模小、雇佣劳动力少、创造价值小的特点。正是个体私营经济这种分散的特点，尽管其在解决社会就业和人民收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却难以得到政府经济调控政策惠及，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首先，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纳入到地方经济长远发展规划中，全力营造“全民创业”的社会氛围，倡导形成欣欣向荣的活跃商业气氛。其次政府需要将个体私营企业及其职工纳入全市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免除个体私营从业者后顾之忧。还要在行政收费、税收、小额信贷、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做大做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34]。其三，政府部门应加大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投入，为个体私营经营业主提供更多安全规范的经营场所，给予更多的经营扶助和保护。此外，政府部门应将小企业服务体系做实做活，拿出一定资金支持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服务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些机构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培训、咨询、信息、技术、法律等全方位社会化服务。

5.1.3 抓好县域经济增长向民生改善的转化工作
2011年，朝阳市提出了县域经济新一轮3年倍增计划，全力推动“五个一”工程（每个县(市)、区一个销售收入百亿元产业集群、每个乡镇一个产值5亿元主导产业、每个行政村一个省级标准畜禽养殖小区、每个自然村一眼安全饮水井、户均一个保护地大棚）实现县域经济升级，统筹推进“三化联动”战略（以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镇化带动农村）[31]，在这场以工业带动农业为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浪潮是朝阳市立足农业大市现状提出的宏伟发展战略，得到了辽宁省政策、资金大力扶持，域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建设项目不断投入运营，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朝阳市县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城乡经济同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这种典型的运动式发展难免带来急功近利的发展弊端，经济增长暂时尚未体现为民生的快速发展。实现“国强”到“民富”，关键还要依靠民营经济的全面激活。因此，在巩固目前县域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决策者应着力抓好经济增长的消化，将招商引资带来的GDP转化为落地生根的持续经济增长，最终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5.2 改善就业和工资政策以拓宽城镇居民收入渠道

5.2.1 改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

要树立“富民强国”的发展理念，调整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更加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正义，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居民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8]。
改善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的地位，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张焕波认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应当缩小产业间、行业间劳动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劳动者议价权利、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贯彻同工同酬的劳动制度，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32]。也有的学者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劳动力附加值和社会平均劳动效率，从而提高劳动力价格，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现状[12] [16] [22]，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5.2.2 千方百计提高居民就业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要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特别是网络思潮盛行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就业方式呈现灵活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临时性、季节性、非全日制、非常规的就业形式在社会就业活动中层出不穷，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应迅速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积极主动为各种灵活就业创造环境。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一是企业只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应该一视同仁地享受现行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为各种就业者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解决各类灵活就业者后顾之忧。三是应突破现行的定额优惠限制，实行法定期限内全额免征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政府引导就业、市场调节就业、自主创业格局的形成。四是对于“零就业”家庭、残疾人、“4050”人员等特殊弱势群体的再就业实施更为优惠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于从事个体经营的上述人员予以全额免征的税收优惠，对于吸纳上述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等经济实体，给予定额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等。五是增加对就业和创业培训支出。建立新增劳动力职业义务培训制度，政府可以从每年新增财力中拿出5%用于培训资金。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训机制，通过有针对性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职业技能，提高岗位需求配置成功率。可采取由雇主组织、工会、培训机构和政府参加的定期联席会议形式，加强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衔接与合作，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

5.2.3 完善工资强制性增长机制

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安排，鼓励企业不断提高在岗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离岗职工的生活费标准。应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充分发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水平对全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和示范带动作用，确保朝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切实重视最低工资制度对全社会工资水平提高的约束和指导意义。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面落实最低工资标准且根据物价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客观因素，及时调节最低工资标准，逐步使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左右。应培育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对不执行或违背最低工资制度的企业和经营者要予以重罚。

5.3 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5.3.1 全面改善城市居民医疗保障条件

医疗保障问题是目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切身问题，“因病返贫”是城市困难家庭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全民医疗保障水平必不可少。一是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对城市就业群体推行强制性医保，同时政府拿出专项扶持资金对丧失劳动能力者、城市困难家庭、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给予医保缴费补助，实现城镇居民家庭全民医保。二是建立城市医保实时报销结算系统，通过城乡联网的医保实时报销体系，改变居民先四处筹钱看病、再到医保部门报销还账的局面。三是修订完善医保报销制度，将慢性病、常见病就医报销纳入日常医保报销结算范畴，减小居民日常就医压力。四是建立城市困难群体大病就医扶助机构，为特殊群体大病就医提供一次性资金扶持，使城市困难群体可以先就医再分期还款。

5.3.2 提高城市居民养老保障水平

老龄化是朝阳市今后一段时期面临解决的重大民生课题，完善和加强养老保障水平对稳定和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愈加不可或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应逐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主，向经济建设与支持民生并重、最终以民生为主转变。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离、退休人员多，社会保障能力不高的情况下，提高离、退休人员收入水平除了依靠养老基金外，主要还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有力扶持。一是应努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实现基本养老保障的社会全覆盖，将更多的城市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群体、新居民纳入养老保障覆盖范围，实现全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二是应加强养老保障基金的征缴和管控水平，提高社会养老基金使用效率，在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社会扶助功能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其对中低收入者的缴费压力。三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偿，保证对离、退休人员的保障收益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同步。四是鼓励和推广更多渠道和形式的社会辅助养老项目，增加居民养老保障来源和受益水平。

5.3.3 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护

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应突出解决收入的两极分化，重点面向低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并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应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和物价上涨幅度，及时调整城市“低保”标准，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居民消费价格增长速度。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扶助力度，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政府用于民生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多、体制逐步完善，也就是间接地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严厉控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寻租”，确保贫困家庭真正能够公平得到应有的社会救济扶助，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建立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再就业扶持机制，通过政策倾斜鼓励低收入家庭有劳动能力者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提高低收入家庭自我造血能力，力争尽快脱困。

5.3.4 重塑城市社会救济系统

社会救济系统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恢复城市社会救济体系功能既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帮助一部分“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低收入群体放下家庭包袱的重要扶助措施之一。

因此，应从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重塑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建立政府主导、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的规范的城市基本社会救济体系[33]；加快建立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救助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健康环境；探索建立完善廉租房制度，改善最低收入者居住环境[33]；完善低收入家庭子女助学制度，改善和保障低收入居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建立以财政基金为基础、社会公益基金为辅的社会救济融资平台，扩大社会救济范畴和救济水平，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1]；通过政策指引，开放民营资本参与窗口，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差异化的社会救济系统[28]。

5.4 适度调整财政和税收政策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5.4.1 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财政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主体，财政资源的配置着眼于社会公共需要，重点解决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应从传统的职能“大而宽”和支出“事无巨细”的格局中调整出来。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于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公共产品支出[16]，为人民提供无差异的基础公共产品。二是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和方向，将财政投资向城乡基础建设、社会公共事业、环境生态建设转移，向促进科学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和涉及人民公众权益的公共项目转移。三是调整财政支付手段，引入市场化的手段开展公共服务，由财政直接支付转变为“购买服务” [16]，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撬动社会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公共产品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中来。四是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以政府职能转换为核心，财政资金退出市场化手段可以解决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率和公共服务效果。
5.4.2 用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保障居民经营净收入稳定提高

当下我国采用的是生产性税收制度，征税的重心在生产环节，个体私营业主不仅要负担企业生产税，还要负担对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相当于创业比被雇承担了更重的税收义务，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不利于营造积极创业氛围的。实际上，政府关注点一直在大企业上，并未把个体私营业主看成可以对地方经济带来重要影响的参与者，至少没有把他们看作为可以壮大为真正企业的生产或服务单元，这种认识显然不利于鼓励人民创业热情。
生产税向消费税转变的提法在学术界一直尚在讨论，税收制度的改革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做为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小微型企业活跃地方经济的带动价值，特别在解决人民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适度调整地方财政税、费制度安排，通过税费征收杠杆的撬动作用，促进小微型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

结    论
主要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落后于全省收入增长水平，也与朝阳市经济发展进程不相适应。通过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本文确定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是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落后，不仅绝对量和相对增速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其二是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不甚合理，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转移性收入增长乏力、经营收入增长不快、财产性收入规模小。其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各层次家庭增长不均衡，各阶层居民收入差异水平较高。
其次，本文研究表明，造成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现状的主要政策成因有：经济发展是决定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的基础，GDP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存在密切相关关系和同步性；经济发展历史、产业结构关系均对居民收入造成一定影响。就业和工资政策与居民收入增长直接关联，职工就业水平、就业结构、工资水平、家庭负担水平均直接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社会保障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具有补偿和稳定作用。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潜在影响。
最后，根据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存在的问题，以及本文对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发展政策因素的研究，因地制宜的制定朝阳市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经济发展政策方面，从求大求快的数量经济发展思维调整到以民生为本的经济发展上来，给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政策以提高人民收入为中心。就业政策方面，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通过政策倾斜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完善工资强制性增长机制。社会保障方面，全面改善城市居民医疗保障条件，提高城市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护，重塑城市社会救济系统。财税政策方面，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用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保障居民经营净收入稳定提高。从而全面推动朝阳市城镇居民长期稳定发展。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过程中，在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制约因素和调控政策方面的论述仍显不足，亟待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
（1）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一整套复杂、系统的工程，本文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各政策数据分别独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虽然可以揭示其相关关系，鉴于掌握的数据资料不完整，却未能建立各相关变量与城镇居民收入的综合模型，因此本文未对各调整政策对居民收入的相对程度开展研究。未来需要继续搜集资料，开展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选择均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并且关键政策均具有内在的系统关联。本文在政策建议部分尽管针对朝阳市现实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建议，但仍显孤立和表面化，对政策的系统化研究不足，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具体实施效果，需要今后立足于新的角度对此重新审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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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夫人季艳杰，她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当我完成本文的时候，却已离开我为之努力奋斗了5年的朝阳，无论未来的路引我向何方，这段岁月都将是我铭记终生、永不磨灭的回忆。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属于大连理工大学，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题目：                                                  
作 者 签 名 ：                         日期：       年    月    日

导 师 签 名 ：                         日期：       年    月    日





















































































[image: image25.emf]文献综述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政策对居民收

入影响状况分析

对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状况调查数据

分析

影响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的政策

因素分析

问题的提

出

原因分析

促进朝阳市城镇居民收入健康发展的

政策建议

结

 

论

理论分析

法

历史考察法

理论分析法

历史考察法

理论分析法

调查取证法

对比研究法



理论分析法

调查取证法

对比研究法

调查取证法

对比研究法

